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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1900.2.25－1990.1.21），字寿
朋，生于上海，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
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学校，
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美国哈佛大
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
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
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
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
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
作。他是我国政治学、法学这两门学科的
奠基人。北京出版集团近期出版了钱端升
著《政治的学问》一书，本刊选取了其中
钱端升先生写于1987年的自述一文，以使
今人了解和走进他的学术生涯。

我 1900 年出生于当时江苏省属松江

府，今属上海市上海县的钱家塘（1992

年，上海县与老闵行区合并，成立新的闵

行区）。家中世代以行医为生，但母亲和

祖母们除家务外也操耕织。1905 年，是旧

中国科举制废除和新学兴起的一年。是年

父亲和伯父们开始教我读书识字，接着就

在家乡读私塾，直到 1910 年夏。1908 年，

即我 8 岁前，只勉强能背诵《四书》《史

鉴节要》《诗经》《左传》《唐诗三百首》

部分篇章，由于同族各家延聘了一位圣约

翰毕业的先生当塾师，兼授国文、数学、

英文、史地等科目，使我耳目一新，进步

颇大。1910 年下半年我随堂兄到上海城内

我的自述
○钱端升（1919）

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又转入养正学堂，

至 1912 年冬小学毕业。

1913年春，我考入松江（江苏）省立

三中，四年后毕业。为了投考名声颇著的

清华学校，1916年我转入师资深厚的上海

私立南洋中学，插入五年级。次年夏毕

业，报考清华，即被录取。二年清华时光

转瞬即逝，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第一

年我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

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就读于

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旋去哈佛大学，所学

各课属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

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课目。1922

年1月我完成硕士课业，同年6月被授予文

学硕士学位。

1923年11月，我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

业并通过了各种考试，并于1924年夏获

哲学博士学位。自1920年9月初进哈佛到

1923年12月初离去，在哈佛共三年两个

月。其间，除暑假在佛蒙特州立大学学习

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外，1922年春又赴华盛

顿数周在国会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向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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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的书记长和若干委员会的主席请教国

会委员会的权力与进行工作的具体情况，

以便较好地完成《议会委员会——比较政

府研究》这一博士论文。这三年又两个月

确是我一生学习较顺利、较有成就的一段

时期。结束哈佛的学业后，藉校长罗威尔

先生的介绍函柬，我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

余，就教于英、法、德、奥某些宪法或政

治学教授、学者，访问了各国议会议员和

工作人员，同时熟悉了某些大图书馆的情

况。1924年5月，结束了近五年的游学生

涯，东返祖国，元月初抵达上海。

1924年秋，我开始任教于清华，并在

此后的28年中，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

书为生。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

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一度

还脱产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

笔，也曾在国民政府大学院任职，

此外，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

1924年我来到清华，先是担任

教员。1925年秋，清华首次招收本

科，自后逐步成为一所完全的大

学，我也随之而成为教授。1927年

春季，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兼任教

授，教政治和法律两系的宪法课。

1927年春夏，奉系军阀入关，

对教育界、报界人士极为横暴，我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代精英。左起：施嘉炀、

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1931 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

于是南走沪宁，秋季应南京中央大学之

聘为政治系副教授。“副教授”为该校是

年教师最高职称，因有人认为只有像巴

黎、里昂等大学的教授才配称“教授”。

于是，凡受该校聘者，不问男女老少，也

不论文、法、理、工、农、医，一律贬称

“副教授”，受之者颇觉可笑，幸而我并

无愠色。1929年秋，由于中央大学国民党

派系之争和学生罢课，我被迫辞职。失了

教书之业，我只好另谋出路，乃于1929年

10月至1930年夏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

史》。

1930年秋，我再度回到清华教书，同

时在北大兼课，直到1934年初离北平去天

津《益世报》为止。这期间，除教书备课

之余，我还撰著了《德国的政府》一书，

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魏玛宪法下德国政制

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

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

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我到《益世报》本为宣传抗日，因撰

写社论笔锋触及对日妥协派，不得不于

1934年9月被迫离去。后乃远适南京，再

度就聘于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法学院教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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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少曾是我早年的学生，因此，校长

罗家伦希望我去法学院有助于加强学术空

气。谁知中央大学仍然派系林立，到了

1936—1937那一年，我除偶尔不得不代理

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只能倾全力于政治系

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并组织该室同仁

在一年内完成了两卷本《民国政制史》。

1937年夏，我返北大，刚到北平一

周，“卢沟桥事变”突发，8月13日日本

又在上海挑起战争，于是南京政府特促胡

适、张忠绂和我等北大三教授赴美、法、

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及至

1938年返国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组成

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先在长沙，继在云南

蒙自，最后落脚于昆明。自此以后到抗战

胜利结束第二年返回北平，我一直在西南

联大任教。抗战期间，我除努力教书、宣

传抗战、抨击弊政外，曾于1943年撰著了

《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

正式宣布解散。我于同年秋回到北平，仍

在北大执教。1947年10月底我应邀赴美，

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约一年。在此期

间，我以讲课的内容编著了《中国的政府

与政治》（英文本）一书，主要是评述辛

亥革命以来的南京政府，由于资料所限，

我当时无法将解放区的政府与政治写入书

中，每念及此，总以为憾。该书1950年由

哈佛大学出版。

在1924—1949年的25年中，我写过不

少文章，有学术性的，有介绍情况的，也

有评论国内外时事乃至谴责国内外反动势

力的文章。最早多在《晨报》副刊上写一

些介绍性的文章，其后在北京大学、武

汉大学等校的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过一些

论文和书评，后来也为《东方杂志》写过

一些长篇文章。30年代，我曾几度参加太

平洋学会会议，于是也在美国政治学会的

《政治学评论》、外交学会的《外交季

刊》和《太平洋季刊》诸刊物上写过一些

文章（英文）。

就所写文章而言，较富有政治性的，

自然要首推我所主持或负责编辑过的那些

日报和期刊。这有1927年4月至10月中在

北京、上海出版的《现代评论》和1939年

至1941年在昆明出版的《今日评论》。

我还曾一度任天津《益世报》主笔，专写

社论，不编新闻。《益世报》当时是北方

1937年9月，胡适（中）、钱端升（右）、

张忠绂三教授赴美宣传抗日

钱端升（左 2）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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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报之一，罗隆基曾为主笔，由于批评

蒋介石而被驱走。后该报聘我就任“主

笔”，并希望我稍变罗隆基的文调，以求

“保全”日报。不料后来蒋介石终因我的

一篇社论《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

南行》大为恼火，并立即勒令邮局对《益

世报》停邮，使我在该报待八个月写了

170篇社论后被迫离去。此外，我在解放

前的两三年内还为《观察》杂志写过多篇

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新中国诞生前夕，我正在美国哈佛大

学任教。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

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当时，虽有

美国友人劝我暂时留美教书，但我已经看

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国，经多方设

法，在旧金山觅得船只启程。1948年11月

终于回到北平。不久我被推为北京大学法

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

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

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1949年1月，终

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解放不久，我就以

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由中国共产

党召集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大家共商建国大

计。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天安

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

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

见《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

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

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

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

被抽调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作为第一任院

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

高质量的政法人才。可惜的是，院系调整

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却被取消了，

我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了。直到70

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国的政治学才重新回到了大学

讲堂和研究所。此时，我已属耄耋之年，

虽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南开大学，

但终因体衰多病，力不从心，许多研究计

划自难实现，每念及此，总有不胜惋惜之

感。但聊以藉慰的是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学

家正在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的

政治制度服务的政治学，必将再现异彩。

由于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中断，在

1952年以后，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

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此类活动往

往占去了我大半时间。1954年我被邀请作

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

会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先后被任命为中

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

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

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1955

年1月，我率团参加印度第四十二届科学

大会，在新德里就中国的新宪法作了主题

报告，并拜会尼赫鲁总理，之后，又到巴

基斯坦克拉什参加巴基斯坦科学促进协会

第七届会议。同年6月，我又前往赫尔辛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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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为增进中国和

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使者的交流尽力。1956

年春天，我和刘宁一、程潜、傅作义等人

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代表

大会特别会议。1957年我又对锡兰进行了

访问。

作为对外友协成员，我曾多次接待来

访的外国客人，较重要的一次是1955年11

月，为争取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接待前

首相片山哲率领的全日本保护宪法联盟代

表团。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彭真等领导人

出席了我主持的宴会，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周恩来参加了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

仪式。1956年，我又奉命接待英国工党领

袖、前首相艾德礼来访，为增进中英双方

的互相了解和发展关系尽心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始终积极关心国

内政治生活，并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

1949年8月我出席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

副主席。作为一名政法教育工作者，我参

加了政务院的文教委员会和华北高等教育

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了中国政治法律学

会副会长，为我国政法事业的发展尽绵薄

之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中，我曾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

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第一届政协

代表，第二届政协常委，第三、第四届政

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人大常

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和许多知识

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

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

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

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

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

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够饥即食、病即

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

开导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

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1974年就被安排

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

交部法律顾问。在垂暮之年，我幸能为我

国外交政策的研讨和尔后1982年宪法的制

定挥洒余热，这算是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

人们的两件事了。

值得一提却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

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

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

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

五六十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择其要

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150万字，译

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者写简短的介

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

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

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

始时，已译120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

已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

人介绍。可叹“文革”伊始，这一小小事业就

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钱端升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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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自1917年涉足政治学专

业至今已有70年矣。我一向认为，政治学

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

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

的一门科学。1949年以前，基于推动中

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的理想，我不但著

译了几部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论述中

国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书籍，而且也

写过大量抨击时政、评述时势、论证国际

关系对策以及政治学书评等类文章。新中

国成立后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尔

后我身受逆境的折磨，政治学的教学和研

究在我国被迫中断将近30载。1978年以

来，政治学在中国又重新恢复应有的地位

和声誉，越来越多的学生、学者和政府的

文职人员都逐渐认识到学习政治学和研究

政治学的重要性。我以为，在新的历史时

期和新的历史阶段，政治学也要注入新的

研究方法、新的分析方法，为解决人类社

会政治活动和组织制度的新问题服务。在

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尤其要为建立适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服

务，此乃政治学具有不朽生命力之所在。

至于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

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难忘清华
○薛传钊（1950—1952 经济）

我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父亲的失业和工作

的频繁变动，从小跟着父母逃难，从湖

北、广西、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到

四川，流离颠沛，辗转数年。小学和初中

是在停停打打、时断时续中度过的，一共

读了不到三年。抗战胜利后，我才到广州

培道女中念完高中。当时正值全国解放，

1949年夏我从香港飘海北上，考入燕京大

学社会系，1950年转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1952年院系调整至中央财经学院工业企业

管理系，1953年夏毕业。

虽然在清华只读过短暂的两年，但对

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转学去清华

在燕京大学的第二学期结束了。一年

里关心我的同学们一直从经济上支持着

我，维持着我的温饱，我心里有说不尽的

感激。但我总觉得如果能得到学校的助学

金，会觉得更自在一些。正当学期结束，

暑期又是大学招生的季节，我想到何不到

国立学校去上学呢？那里是有助学金的。

基于这一点我打算转学了。

当时也碰到一个难题：转学考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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